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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培育治理
———挑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Ａｒｉｅ Ｈａｌａｃｈｍｉ

聂勇浩　 张　 照译

　 　 【摘　 要】十多年来，很多位学者都曾经讨论过从统治（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向治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转型的各种前景，有在普遍意义上的，也有在发展中国家特定意
义上的。但是政府加速这一转型的尝试所引发的某些难题，却未曾得到过足够
的应对。例如，由哪些人界定或者决定哪些公共服务的领域可以允许不同层次
的政府将其授权、放权或者外包给私人或者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
的挑战甚至更加复杂。这些国家的政府需要处理所有困扰着发达国家或“援助
国”的转型问题。然而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政府（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还
必须考虑那些机能失调状态的可能性。论文的首要目的在于阐述对于援助国
和受援助国而言，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所面临挑战的本质是什么。其次则在于
提出一个可以寄予希望的方案以应对发展中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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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尼兹和欧盖因（Ｍｕｎｉｚ ＆ Ｏ’Ｇｕｉｎｎ，２００１）提醒我们，“社群”
是西方社会思想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并且这一理念的根源是无法和
文明的发展历史割裂开来的。为了支持这一论断，他们列举出了一
长串权威人士名单。莫尼兹和欧盖因（２００１）还认为，社群的理念被
历史性地置于现代性批判之中。并且从莫尼兹和欧盖因（２００１）的
分析中可以看出，“社群”这一理念的中心性已然遭到“国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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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些理念的侵蚀，这一过程中“福利国家”的观念显得尤为令人
瞩目。他们指出早期社会学家不但将蓬勃兴起的１９世纪的现代性
视作对社群的挑战，而且认为它摧毁了社群（Ｍｕｎｉｚ ＆ Ｏ’Ｇｕｉｎｎ，
２００１）。根据莫尼兹和欧盖因（２００１）的观点，社会的概念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社群的反面。而纵观这两个术语的发展过程，社群和社会
在本质上就是一对反义词。他们正确地观察到，斐迪南德·滕尼斯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ｏｎｎｉｅｓ）写于１８８７年的名著《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ａ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大概等同于社群和社会），正式
区分了习俗化、家庭化、情感性的乡村“社群”和程序化、契约化、个
人化、理性的城市“社会”。他们认为这一论述潜在的本质含义在
于，那些更接近自然状态从而更加真实的事物（社群）已经被更加非
人格化的、大众化生产的、更少定型化的人类经验（现代社会）所替
代。然而，失范、混乱和分离性作为现代性对前现代社群的致命攻击
的后果已经被逐渐认识到。正如伊兹欧尼（Ｅｔｚｉｏｎｉ，１９９３）对“社群
主义”的呼唤所表明的那样，整个２０世纪，直到今天，社群缺失的后
遗症已经影响、注入而且可能感染了社会思潮。

在伊兹欧尼（２００３）看来：

社群主义是一种社会哲学，主张社会应该明确阐释什
么是善，而这样的阐释既是需要的也是合理的。社群主义
经常被拿来与古典自由主义作比较，后者的哲学立场则是
主张个体应该根据他或者她自身来阐述什么是善。社群主
义考察共享的善的概念（价值）是如何得以形成、传播、认
可和强化的。因此，群体在社群中的利益（以及群体内的
道德对话），历史性地传播着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以及传播
和强化价值的社会单元，比如家庭、学校以及志愿团体（社
会俱乐部、教堂等），都是社群的一部分。

“社群主义”这一概念，不能脱离当下关于好的政府及其角色的
讨论中另外两个值得关注的概念而单独存在，此即“市民社会”和
“治理”。本文的前提是，出于各种原因，各层次的政府在面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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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常提供的“传统性”服务时，都不能够在改善绩效的同时又满足期
待它能提供更好更新服务的诸多需求。在提高效率的任务之外，有
效性、经济性或者公共生产的任何其他方面，选任官员都面临着零和
博弈的情况。也就是说，政府所要承担的任何新职责都要求他们放
弃以前某个“旧的”职责。在发达国家，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看上
去已经成为处理此类问题的颇为诱人的策略，这在后面还会详细加
以论述。

在本文看来，这一策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可行的。为了
使这一观点具有可操作性，本文指出了发达国家的学术界与政府、国
际组织、国际公司之间发展伙伴关系的意义所在。这种伙伴关系应
当用于培训那些将会回到各自原先的国家，致力于发展市民社会基
础性组织的培训者和变革代理人。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一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存在的政
府行为的局限性而产生的治理这一新兴范式。接下来本文将回顾从
统治到治理的转型中可能涉及的一些一般性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
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本文的结论认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从统
治到治理转型的有效策略之一，就是在它们各自的国度中培训那些
作为变革代理人的培训者。

一、治理和发展：挑战的本质

斯科尔特（Ｓｃｈｏｌｔｅ，２００１）认为，市民社会的激进主义为近几十
年来生长于全球关系治理中的主要民主缺陷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
潜在方案。考虑到这一前景，斯科尔特指出，这些大众参与、磋商、代
表性和问责制等新形式的试验都值得进一步追踪。但是，与全球化
治理相结合的市民社会在民主方面的好处并不自动出现，而必须予
以积极培养。正如弗利和爱德华兹（Ｆｏｌｅｙ ＆ Ｅｄｗａｒｄｓ，１９９６）已得
到普遍接受的简要描述那样，因为它在公民“思维习惯”上的联合效
应，以及出于公共原因来动员公民的整合能力，“公民联合的紧密网
络”被确信能够提升民主政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弗利和爱德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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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接着指出，拉丁美洲和东欧新兴的市民社会在对独裁政权的
有效抵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通过对独裁主义者施压自下而上
地促成社会的民主化。因此弗利和爱德华兹（１９９６：３８）认为：“市民
社会通常被理解为私人的、志愿的团体领域，包括社区委员会、利益
群体或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团体，它们被看作是民主化进程和确保
已建构的民主得以健全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个在审慎管理财政资源的同时，能够根据公民的偏好提供高
质量的公共服务，并且扶持以私有市场为导向的增长的、运转良好的
公共部门则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这样的公共部门对于所有国家
的利益以及完成世界银行扶贫计划①之类的国际组织使命都是至关
重要的。在题为《讨论治理》（Ｐｉｅｒｒｅ，２０００）的重要的文集汇编中，许
多撰稿人都提到为了培养上述这一重要条件，用治理取代统治是一
个重要观念。对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详述。

从统治转型到治理的诸多前景，不管是一般意义上的，还是发展
中国家特定意义上的，十多年来包括罗德斯（Ｒｈｏｄｅｓ，１９９６）、纽
（Ｎｅｕ，１９９６）或者阿达谢德和奎因（Ａｄａｓｈｅａｄ ＆ Ｑｕｉｎｎ，１９９８）在内
的很多学者都进行过分析，却对政府加速这一转型的尝试所引发的
某些难题回应不足。例如，由哪些人界定或者决定哪些公共服务的
领域可以允许不同层次的政府将其授权、放权或者外包给私人或者
非营利组织（Ｈａｌａｃｈｍｉ，２００５）？

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这些国家的政府需要处
理所有困扰着发达国家或“援助国”的转型问题。除此之外，还必须
考虑那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功能失调状态的可能性。比如当这种转型
得到援助组织（或者国家）的协助时，就国内政治和主权而言又会发
生些什么？

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从统治转型到治理过程中，援助组织（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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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必须为它们自己以及受援助国考虑涉及政府（在任何层次上）
权力下放的项目的长期后果。

二、作为新兴范式的治理

当布斯（Ｄｏｏｒｎｂｏｓ，２００３）指出，长期以来，“治理”一词是颇为
晦涩的学理性概念（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主要承载着法律的涵义，
意指某些拥有理事会的实体，其制度性角色要求一种比“行政管理”
宽泛，但又比“管理”更少商业气息的委任。但他（Ｄｏｏｒｎｂｏｓ，２００３）
也提到“善治的概念几乎是突然出现的，意指城市、省份或者整个国
家需要被管理或者应该被管理的方法”。因此，当布斯（２００３）认为：

作为一个新出现的术语经常面临的状况就是，关于其
核心意义基本上很少有一致意见，至于它如何能够被更加
具体地加以运用，也是越来越缺乏共识。尽管如此，它就是
一直存在，并且借助于其使大家突然之间开始关注一整块
经常很不明确的关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和权威结构的议题
的能力，获得了一个核心的功能。由此，它吸引了分析家和
实践者的注意力并且成为了学术研究和政策论述的焦点。

当布斯（２００３）呼应了罗德斯（１９９６：６５２）早前的观察，认为“治
理意味着统治内涵的转变，意指一种新的管理方法，或者是一种有序
统治之变化了的环境，或者是一种新的管理社会的方法”。对罗德
斯（１９９６）而言，治理或者与那些用于替代和补充科层（比如官僚机
构）和市场功能的自组织的组织间网络密切联系，或者与它们共存。
罗德斯（１９９６）指出，这些网络的根本特征包括，组织间相互依赖，网
络成员间持续互动（ｇａｍｅｌｉｋ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以及根植于信任并且
服从于网络参与者协商制订的规则的竞赛式互动。他（Ｒｈｏｄｅｓ，
１９９６）还指出，因为这些网络相对“国家”而言自主程度显著，这使得
“国家”只能够间接地去掌控他们，因为“国家”不再是扮演最高统治
者的角色。针对理解治理本质的任何潜在的混淆，罗德斯（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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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指出事实上“治理”一词至少可以在六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亦
即最小化政府，合作型政府，新公共管理，“善治”，一种社会控制系
统，自组织的网络。罗德斯（１９９６：６６７）接着指出组织间网络已经广
为流行。这一并没有被普遍认知的趋势，不仅对于英国政府的实践，
也对民主责任制有普遍性的影响。因此罗德斯（１９９６：６６７）总结道：
“由于网络自治和抵制中央指导的特性，对政府的统治能力而言，作
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是一大挑战。”

沃蒂和库伯勒（Ｗａｌｔｉ ＆ Ｋｕｂｌｅｒ，２００３）观察到，在１９９０年代，自
我管理的网络取代科层行政统治结构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为
了改善公共决策的认可度和民主性。因此他们指出，“新的治理”之
所以备受称赞，是因为它能够给为数众多的市民社会组织提供参与
决策过程的渠道的特性。他们提出：

不管是从提高政府效率并更有效地回应社会需要方
面，还是从使政府更加民主的规范视角来看，支持“牵涉到
一系列复杂的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组织”的自组织网络的
核心论据（Ｒｈｏｄｅｓ，１９９６：６５８），在于它能够将广泛的公共
机构和私人组织结合起来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回应性和质
量。达成这些目标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通过联盟使服务使
用者参与进来。而这些发展有赖于不断增加的地方分权和
权力下放。（Ｗａｌｔｉ ＆ Ｋｕｂｌｅｒ，２００３：５００）

看了这些观点后，读者可能会以为近来对治理（因为它涉及市
民社会并且关乎统治能力）这一概念的探讨，仅是西方或者所谓“发
达”国家的学者独有的兴趣范畴，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近来在民主、
市民社会、问责制、统治能力和发展等语境中对治理这一概念的使
用，始于它与国际援助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之间的联系
（Ｄｏｏｒｎｂｏｓ，２００３；Ｈｏｕｔ，２００２）。因此，举例来说，施特恩（Ｓｔｅｒｎ，
２０００：１）写道：“直到１９９０年代，一个难以描述的新概念通过发展研
讨会和研究论文逐渐浮出水面。这个概念就是‘治理’。”他认为，治
理这一概念“出现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关于发展问题的文献，其中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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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最为典型”（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０：１）。根据他（２０００）的描述，位于亚特
兰大的爱默瑞大学（Ｅｍｏ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卡特中心所做的关于非洲治
理项目的报告中谈及，治理是作为一个“比统治更为广泛、更加综合
性的概念”，并且是“对民众进行管理的一种普遍性的方式”。正如
麦卡特尼（ＭｃＣａｒｎｅｙ）、哈尔法尼（Ｈａｌｆａｎｉ）和罗德里格斯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的研究中所引用的，“治理”“适用于政府的正式结构，
也同样适用于任何国家中构成市民社会的那些数目庞大的机构和团
体”（ＭｃＣａｒｎｅ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９４）。根据卡迈克尔（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２００２）的提法，尽管“统治”往往与正式的政府机构相联系，治理则意
味着统治含义的变化，即关注那些影响公共政策的更为宽泛的过程。
这意味着公共政策的发展和执行，不再仅仅只和传统的选举产生的
政府相关联，也和更为宽泛的私人或者公共机构相关联。因此卡迈
克尔（２００２）认为，统治日益以多样性、权力的相互依赖以及对政策
网络日益依赖作为其特点。此类发展的结果就是民族国家的空洞
化，因为其职能或者向上集中到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或者向下移
交给行政部门和区域性团体，或者向外诉之于市民社会机构，或者在
私有化过程中将其从直接的公共部门参与中一并撤去。

根据美国国务院（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的定义：“治理问题
关乎政府发展一套具有效率和效益的公共管理程序的能力……（那
意味着能够）提供基本的服务。”（ＵＳＡＩＤ，１９９８）而联合国发展署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将治理界定为：“治理是在所
有层次上运用经济、政治和行政权威来管理一国事务的实践，也是国
家用于提升社会凝聚力和整合程度，确保其人民的福祉的方法。它
涵盖了所有用于配置权力和管理公共资源的方式，以及塑造政府和
执行政策的各类组织。”联合国发展署（ＵＮＤＰ，１９９７）的定义包括了
一个特别的性质，这一性质也被认为是包容性和广泛参与的精髓所
在。“它包含了机制、程序和机构等方面，通过这些，市民和团体能
够明确表达他们的利益，实践他们的合法权利，履行他们的义务，并
化解他们的分歧。”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１９９２：３）对治理的定义是
“运用权力去管理一国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手段”。库门（Ｋｏｏｉ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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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８）提出“对世界银行和发展文献而言，治理概念将传统的技术
层面上的能力建设拓宽到能给市民社会和参与留下空间的程度。建
设一个多元性制度结构（创造一个有利环境）可被看作世界银行的
政策方案对这一转变所做出的关键贡献之一。在库门（１９９６）看来，
世界银行在使用这一术语的时候仅仅涉及了若干可能用法中的一
个。为了描述另外两个对这一术语的用法，他说：

第二个用法在于使用治理去发展一种广泛的社会
!

政
治互动理论。其核心论据在于由于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动
态性和复杂性，导致这些社会中的问题都具有上述特征，相
应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应该具备这些特征。传统的
解决方式忽略多样性，无法应对动态性的特点，并且令人难
以满意地简化复杂性。要着手解决这些多样、动态、复杂的
问题，需要一种全新的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互动方式。第三
个用法则是近来使用这一概念去描述美国的一个广泛的行
政改革项目。关键维度（ｋｅ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是公共服务提供
中的参与者，公共行动的目的，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以及
决定政府活动的基本目的、结构和资金水平的政治活动。

根据哈拉契米（Ｈａｌａｃｈｍｉ，２００３）的观点，“治理的概念已经被众
多的作者用于描述一种处于２０世纪最后阶段的可能的范式转变
（Ａｄａｓｈｅａｄ ＆ Ｑｕｉｎｎ，１９９８；Ｍａｙｎｔｚ，２００２；Ｎｅｕ，１９９６；Ｒｈｏｄｅｓ，
１９９６）”。这一转变涉及从“统治”转型到“治理”———这一词汇描述
了一种新“秩序”以及参与者之间独特的交互作用的发展，而这些参
与者传统的行为基础通常是政府、公民社会组织或者市场。这一新
“秩序”被贴上了可以互换的“治理”或者“善治”标签（Ｂｏｖａｉｒｄ ＆
Ｌｏｆｆｌｅｒ，２００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情况以外，“治理”现在
还被用于描述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去致力于满足公民的福利需要，即
通过与市民社会其他要素的伙伴关系，克服因为政府结构、法律问题
或者行政程序所导致的行为局限；尽管这些伙伴关系有些是明示的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有些是暗示的（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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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的伙伴关系，包括对红十字会之类的非政府机构某种形式
的委任或者官方认可，将它们视为处理特定政权的某些重要关注点
或者需求的重要参与者。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被政府认可为提供某
项关键性社区服务并且可以收费的商业机构的情形。比方说，私人
垃圾收集或者火灾防护服务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非营利性或营利
性参与者或多或少都是一些自由代理人。为了确保对于公众的责任
性，他们必然遵循更少的条条框框，即便在某些偶然情况下他们也需
要遵守比政府机构更多、更僵化的规章制度。然而他们依旧可以在
一个相对更短的时间内变换他们的工作地点。因此这些参与者就必
然要由中央政府以某种方式对他们进行许可、收编和管制。中央政
府的角色比起上述参与者越次要，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幅度就
越大。相应地，这也使得行政机构的态度变得暧昧不明。作为一种
回应政府在动员新资源或者发起新活动方面日益增长的局限性的政
治意识形态，解除管制和减少政府成本是最常见的措施。

由地方层面提供（或者尝试提供）服务，以补充、扩大或者取代
那些由政府或者公私领域中它正式确认的伙伴所提供的服务，如果
中央政府机构有意对这种行为予以忽视，暗示的伙伴关系就产生了。
比方说，在美国，这可能包括收养和安置儿童、资助和安置难民的基
于教堂的项目。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此类项目可能包括各种没有
“权威机构”支持和参与的源自地方居民运动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行
动。反思这些伙伴关系，塞勃和奥唐纳（Ｓａｂｅｌ ＆ Ｏ’Ｄｏｎｎｅｌ，２００１：
１）指出，中央政府对较低层权威或行动的此类发展的容忍，似乎暗
示着中央政府正在对自身进行改革，不是变革其运作的方式，而是变
革其作为特定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塞勃和奥唐纳（２００１：１）
还指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观点显然更加关注于自我限制和打破固有
观念的能力，而非主动去协调和建设的能力。

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转换成了各层次政
府机构的外包行为和工作负荷分担。但是，当更多的活动由营利或
者非营利组织承担时（这些活动原本是由政府或者应该是由政府承
担的），从街头官僚到选任官员的责任链条会变得模糊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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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统治（比如，政府做什么）和治理之间的区别对于弄清从统
治转型到治理所衍生出来的问题是异常关键的。鉴于我们的目的，
统治和治理的区别可以用下述方式作总结。

１ ． 统治必然和控制相联系而治理必然和指导（ｓｔｅｅｒｉｎｇ）相联
系。统治是政府独享的特权因为它涉及强制力的可能行使，而治理
则关乎众多具有多样化经济和非经济利益的政府或非政府行为者的
协调和合作。

２ ． 统治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而治理则假定多中心的（或者至少
是分权的）制度结构，政府机构仅仅只是多个中心里的一个。这些
中心或者实体都在彼此协作或者相互独立地寻求合法性，发起多样
化的项目，同步地竞争和动员公共和私人资源。

３ ． 统治局限于某个特定政治组织的国家或被认可的国际边界
之内，而治理则来源于边界内和跨边界的互动。统治假定主权的存
在、独享的管辖权以及一个明确的规范的等级体系（比如司法制
度）。在统治的框架内，行动者扮演相对的首要或从属的角色。与
此相反，治理则是多维的，它容忍多元的管辖权，行动者替代性价值
体系的共存，这些行动者在某些公共政策舞台上扮演首要或从属角
色，在另外一些公共政策舞台则扮演不同的角色。

作为一个概念，治理可以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然而，由于在普遍
的或特定的政治组织的情境下回答以下问题的困难，它并非放之四
海而皆准。

１ ． 如果有的话，治理的局限是什么？
２ ． 在多大程度上一个政府可以放弃某些传统的统治职责而不

至于威胁到它的合法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３ ． 在通过外包和加速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从而减少其行为能

力和对其他领域的干预的情况下，国家如何保持它的有效性？
４ ． 谁应当决定，应当用什么程序决定政府的哪些领域应当开放

给与非政府团体的联合性安排，甚而至于完全放手给他们而不再有
政府的直接干预？

５ ． 由于有心为之的政府贬值方案，当所有参与者都是非政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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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时，捍卫公共利益成为了谁的责任？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意味着一个潜在的矛盾。治理的概念在

那些可以受益最大的国家中，比如发展中国家，反而更加疑问丛生。
现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完全不利于发展那些能够清
楚表明它们自身具有多方面能力（比如监督政府运作或者成为重要
服务的提供者）的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

因为发达国家稳定的经济政治制度、教育水平、公民文化，它们
反而是从走向治理的转型中受益。然而，在发达国家中从统治到治
理的转型却并不像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那样急迫。导致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这种区别的许多原因之中，其一就在于他们的公民传统。
发达国家之所以成为从统治到治理转型的优先候选人，在于他们既
往的行政历史、政治文化、这些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业已存在的提
供服务的能力，以及它们相应地用于支撑政府和作为市民社会基础
性组织的经济能力。

伴随着“地球村”的发展，公民期待他们的政府能够更加透明，
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允许他们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施加更大的影
响力。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这些国家的政府需要
处理发达或者“援助国”所面临的全部转型问题。除此之外，发展中
国家的国家政府还必须考虑机能失调的可能性。譬如，当这样一个
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是由某个援助组织或援助国协助开展的时候，
受援助国就面临严重的国内政治和主权的问题。

同样的原因，援助组织和援助国也必须考虑涉及东道国政府
（任何层次上）权力下放项目的长期后果。例如，一个美国公司曾经
从某国家政府那里得到了重开一个被废弃矿山的许可。这一“新
闻”动员了当地出于环境原因而抵制重开矿山的公民团体。这些团
体在当地警察的保护下阻止矿工进入矿山，并且向法院申请发布禁
令。公司则转向另一个法庭来寻求基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ｏ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ＮＡＦＴＡ）的保护。公司最终获胜
了，中央政府则失去了当地居民的信任和地方当局的合作。反美情
绪和抗议更加普遍地侵蚀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目标之一：孕育

◆专栏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８７　　　

善意。
今天，不只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们可以值得信赖地宣称他们能

够满足公民对所有服务的所有需求，并且一如他们所要求的水平和
质量。这一现实成为统治到治理转型的一大动力。然而，培育有利
于市民社会发展的环境对于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的成长只是一个必
要而非充分的条件。

发达国家中大量接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体面工作的公民的存在
促进了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的成长。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人口
的大多数处于贫困境地并且只接受了很少甚至没有接受过教育。底
层的成员忙于工作（或寻找工作），没有财务资源或者时间组织起来
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这些国家的上层和中层则没有动力去
扶持市民社会的基础性组织。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给予底层在国
家事务管理中更多的发言权，可能会削弱上中层与其在人数份额中
不成比例的特权份额。

在发达国家，历史和传统给市民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
了肥沃的土壤。这方面的佐证包括贝居安修道会（Ｂｅｇｕｉｎａｇｅｓ）的
演化，中世纪由教堂提供给社区的作为非宗教服务的医院，以及当代
的基督教青年会（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ＹＭＣＡ；
Ｙｏｕｎｇ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ＹＷＣＡ）和红十字会（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这些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替代或者补充了大家庭（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ｆａｍｉｌｙ）的功能。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服务只能够由大家庭
中的成员来补充；那些没有大家庭的人就只能够自求多福。作为一
个普遍性的观察结果，就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言，市民社会的出现和
构建依赖于若干条件，特别是以下的四个：

１ ． 政府允许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存在的意愿。
２ ． 政府与之合作和认可这些组织作为伙伴的意愿。
３ ． 政府配置资源和采取行动以促使公民形成此类组织的能力，

更不用说意愿了。
４ ． 存在拥有必要的教育、经验、动力去投身和承担个人风险以

创造和维持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的运作的当地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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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殖民主义的遗留影响（在东欧则是共产
主义），期望发展中国家会自发地、主动地组织起来，以及提供相应
的服务来弥补政府或者市场的不足，这样的想法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经历了数十年在草根层次上组织起来以影响公共政策所带来的严
厉结果后，这可能需要资源和方法上的外界援助。

敏锐地意识到事件的这种状态，援助国和例如世界银行类国际
组织开始寻求一种能够影响市民社会组织诞生的战略（Ｈａｄｅｎｉｕｓ ＆
Ｕｇｇｌａ，１９９６；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２；Ｍｅｒｃｅｒ，２００２）。寻求这一战略需要
考虑到三个重要因素。首先，援助者的期望，即确保他们提供给发展
中国家的资源能够按照事前承诺的方法加以使用，而不至于最终证
明被这些国家的高官中饱私囊了。第二，共享的信念，即草根组织有
能力比中央政府官员更好地使用这些资源，例如根据地方发展的优
先项目来使用它们。第三，改进的前景，即培育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
将会导致一个更好的制约和平衡系统以减少中央政府采取行动仅仅
犒赏统治精英中特定成员的能力。

援助国和国际组织可能由高尚的道德义务所驱使去帮助发展中
国家的贫困群体。然而，在此之下也会有暗藏的经济动机。比如，援
助国可能会有动力去稳定一个区域的形势，从而为其本国公司的商
业投资提供安全的场所，或者帮助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开辟国内
货物或者服务的新市场。在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外
国机构的参与———不论它们是公共的，比如说政府或者国际组织，或
者是私人的，比如说商业公司或者非政府组织———对于援助者和接
受者都是很有裨益的。然而，这种卷入对于援助者和接受者也都可
能存在不利的方面。因此，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需要询问“对于
援助和受援助的国家或者机构而言，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到底有什
么样的可能意义”。考察援助者和这一援助的接受者对于发展市民
社会的所有的可能分歧，大大超出本文的范围。因此，下面的讨论将
侧重于少数几个最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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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重挑战和可能的解决方法

发展一个有望成功的市民社会以支持能够补充甚至取代政府或
者商业机构的社区服务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其重要性至少表面上已
经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实际上，许多作者都在吹捧从统治向治理
转型的所谓优点（Ｒｈｏｄｅｓ，１９９６）。尤其当治理被视为是一种让政府
更加透明、更有回应性和效率的方式的时候。正如摩斯（Ｍｅｒｃｅｒ，
２００２：７）所指出的“通过引导和处理迥然不同的利益群体对国家的
需要和关注，市民社会为一个高效和精简的政府打下了基础，确保了
合法性、责任性和透明度：即有效地强化了政府进行良好治理的能
力”。

发展政府之外的关于政府项目的对象的专业化技能，甚至和政
府或者商业机构去竞争市场份额（比如说收养服务）是一个非常具
有吸引力的观点。通过引入竞争和专门监管以及打破垄断，网络
（用罗德斯（１９９６）的术语）具有使政府机构（用罗德斯（１９９６）的术
语即科层）和商业企业（用罗德斯（１９９６）的术语即市场）变得更加高
效的潜力。你可能会忆起，在萨瓦斯（Ｓａｖａｓ，１９８７）看来，正是因为
竞争的缺失使得政府运作缺乏效率。然而，政府、企业和基于社区的
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升效率，它也是政府无力处
理政权所面临的所有挑战的结果。正如罗德斯（１９９６）所指出的，官
僚机构的局限性致使我们向市场寻求解决方案。当那些努力无法处
理所有问题时，市场就被网络所代替。其结果就是，转型政府成为了
失去部分权力和权威的伙伴。罗德斯（１９９６）提到，在关于马里的市
民社会的文章中，托格拉和戈博（Ｔｏｇｏｌａ ＆ Ｇｅｒｂｅｒ，２００７）将市民社
会界定为：“包括基于社区的组织、传统的领袖、执行性的非政府组
织、工会、商业协会，宗教组织，独立媒体、学生群体、合作者以及其他
的协会群体。”托格拉和戈博（２００７）接着建议市民社会在分散化和
民主化的治理方面的角色可以被看作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

１ ． 作为代表其选民利益的代言人。

在发展中国家培育治理◆



９０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２ ． 在教育、健康和其他部门作为服务提供者。
３ ． 在发展规划、推动对地方分权体系的理解和其他领域中作为

政府的伙伴。
４ ． 作为政府的监督者。
托格拉和戈博（２００７：１）发现“这些角色并不是无时无刻都被所

有的市民社会参与者所扮演，同样市民社会的这些功能也并非总是
纯粹和严格的。然而，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提出了以上四个功能，
并且认为市民社会应该渐进地完全涵盖它们。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就算是在发达国家，补充和替代政府机构的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的
发展，也需要以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作为代价。容忍此类替代，更不用
说鼓励它，需要高水平的政治成熟度（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１９４１；Ｒｏｙ，２００５）。
问题在于，因为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原因，发达国家比起发展中国家
更有可能拥有必要水平的政治成熟度，这里的政治成熟度即指稳定
的政体。

大众的成熟仰仗于认知其自身利益的能力。然而，这又以对产
品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清晰理解作为其前提条件。人民民主地管理自
身的能力和它理解社会整体结构和功能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发达国家中发展市民社会的诉求，是一种弥补政府能力缺失的
努力，这种缺失是由政府无法动员他们所需要的资源以满足日益增
长的期望更好更多服务的需求所导致。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培育市
民社会的必要性是出于其他几个原因。首先，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
的发展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成熟。第二，市民社会基础性组
织是克服中央政府部门在特定地方条件下进行运作的服务局限和其
他缺点的关键所在。第三，对那些正在经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
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是一个用于取代原本由
大家庭、村庄、部落或者氏族承担的社会功能的很有前途的方式。第
四，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的发展给草根阶层的参与提供了一个机会，
这可以导致向大众的授权，以及归属和做主的感觉。从该层面看，市
民社会的发展可以通过公民对话防止草根阶层演化为暴民运动，从
而对他们起到平复和稳定的作用。最后，当然绝非最小的是，市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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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成长可以促进对反复无常、浪费或者腐败的政府行为的遏制，从
而使得政府更加透明化、对公众需求也更有回应性。

杰金斯（Ｊｅｎｋｉｎｓ，２００１：２５０）用以下的方式反思了援助国和国际
组织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培育市民社会的当下经验：

由学者、咨询专家、活动家和政策分析家所组成的影响
国家政府、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政策制定的群体，已经围
绕市民社会在后殖民地社会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过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了详尽的论述。

……那些试图沟通政治理论和发展研究的学者，已经
很好地阐释了多边援助机构应当为他们关于市民社会的政
策宣言的虚伪性负责。可能是这一议题的最好说明，大卫
·威廉姆斯（Ｄａｖｉ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和汤姆·杨（Ｔｏｍ Ｙｏｕｎｇ）揭
露了世界银行尊重非洲本土政治传统的所谓承诺的空洞
性。他们指出，世界银行对市民社会的热忱支持实际上是
一种通过注入对个人政治主体性的全新理解来彻头彻尾地
改造非洲社会的暗中尝试———因为只有通过这一“自我”
的全新基础，开放政治环境的伴生特征和“中立国家”才能
去执行自由政治理论和新自由经济政策赋予它们的职责。

实际上，至今仍然没有可用于促进市民社会成长的被检验过的
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此，对于援助国和国际组织来说也是如
此。在现有的案例研究中，比如芬克尔等（Ｆｉｎｋｅ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所记
录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市民社会或者默汉（Ｍｏｈａｎ，２００１）所记录的
北加纳失败的案例，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特殊情况。这两者其实都是
个案的特写，无法使我们得出任何可操作性的结论，也就是说，无法
从这两个案例中得出可以复制成功和规避既往错误的有用指导。大
多数关于促进市民社会发展的努力的研究，在外部效度方面都有所
欠缺。因为无法确认所谓的成功或者失败到底应该归因于相关领导
者个人的人格特点还是其独特的环境，这样的研究报道价值有限，换
言之，我们还是缺乏一个能够允许我们发展一种理论和模式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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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基础，以支持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的发展。
接下来的讨论将通过概述一种可能可以满足孕育市民社会基础

性组织成长和发展需求的方法，力图重新激起和提倡继续寻找有希
望的策略的不懈努力。

四、为什么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战略

外国政府或跨国公司有意识地卷入另外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对双方都永远存在某些风险。为了获得影响力，或者迈开第一步，双
方都必须面对某些不受欢迎的活动，比如贿赂、回扣或者更糟。因
此，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良好意图，可能会导致从援助国相关机构
普通人员到受援助国高层人员的腐败。例如，当与受援助国的政府
或私人机构打交道的时候，支付（或接受）贿赂可能成为一件对相关
人员而言习以为常的事情。潜移默化地，支付或者接受贿赂可能因
此成为了与任何人打交道的部分标准性运作程序。打一个通俗的比
方，用一条毛巾去清洁一块污渍永远会在毛巾上留下痕迹。这一担
忧在美国引发了特定的立法：１９７７年的反海外腐败法（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７７），禁止通过贿赂去获得海外合同。

有点反讽的是，运用多种激励手段去拉拢腐败的官员和社区领
袖以促进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的出现，最终会减少此类腐败。事实
上，没有贿赂之类的单方支付，援助组织的代理人就不可能走向成
功。该类支付的潜在接受人将会阻挠动员公民和建构市民社会基础
性组织的努力。但是任何对有形激励的运用，又都会侵蚀援助国遏
制腐败的努力的可信性。

运用其他的视角去分析援助国、跨国公司或国际组织扶持和促
进市民社会出现的努力，带来了一系列不同的有关发展中国家主权
的议题，虽然主权是被那些援助组织视为批判目标的。

对受援助国而言，绕开政府机构去直接和公民接触会带来不受
欢迎的象征性或者实践性后果。此类表明对现有政权缺乏信心的行
动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即使援助组织只是间接支持此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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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比如世界银行提供过一份以允许此类接触作为条件的贷款，削弱
中央政府权威的最终结果仍然是走向机能失调。此外，统治精英极
有可能确使援助者试图促进的草根组织走向崩溃或者无效。

发展中国家对于殖民历史的记忆会激起针对援助组织跨界行为
的普遍反感。当绕开政府的尝试被认定为是企图影响受援助国国内
事务的帝国主义行径时，即便社会底层也可能宁愿牺牲他们的最佳
利益也不和援助者合作。

五、一个可能的战略：“美国人文学组织”的变体

“美国人文学组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ｕｍａｎｉｃｓ Ｉｎｃ．）可以作为解决
现有问题的一个可能模式。“美国人文学组织”是一个有６０年历史
的学院、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全国性联盟。它的使命是教育、指导和认
证专业人士以强化和领导非营利组织。“美国人文学组织”的模式
适应于服务美国促进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在美国成长的需要。但
是，这一模式的适用性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它多样化的培训和教育
项目，以及多样化的协助美国社会中社区和弱势成员的项目，可以为
他国国民在他们自己国家的领导生涯提供培训和准备。同样的原
因，“美国人文学组织”的结构和活动也能够被任何国家所效仿。

“美国人文学组织”的模式，或者其他在发达国家中被证明成功
的类似模式，可以提供一个扶持市民社会基础性组织的方式，又不至
于秘密地或者公开地去挑战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和主权。与其
卷入草根组织的培训和准备活动，援助国和国家组织可以资助对培
训者的教育，例如那些将会返回他们自己国家以建立和运作类似
“美国人文学组织”的变革代理人。变革代理人的术语在这里是特
意为之，以提醒读者关于有计划的变革的大量文献。在组织层面上
有计划的变革的研究所提供的某些经验，当涉及影响系统层面的变
革时，也是同样有用的。

通过培养杰出的国民成为他们自己国家潜在的变革代理人，从
而推动市民社会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只要能够恰当地征求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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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意见并且使其能够影响潜在培训者的甄选过程，可能对任何特定
国家的统治阶层而言都会显得更加没有威胁性。鼓励大学去要求他
们的学生投身于公益项目以作为毕业的一个条件，比如教课、打扫公
共区域或者探访孤独年老人群，都是启动类似“美国人文学组织”的
项目的可能方式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援助国和国际组织的介入是
间接的。多数情况下，它或者局限于培训学生领袖或者教师如何去
组织公益活动，或者就受援助国国民发起的公益项目所需的一般管
理费用按比例提供补助。通过类似“美国人文学组织”的项目所推
动的市民社会特定基础性组织的发展，被看作是对受援助政府合法
性和主权的外来挑战的可能性会更低，尽管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要
求参与公益项目的自发性公民组织也会被他们的政府视为一种威
胁。在２００８年５月的飓风肆虐整个国家之后，缅甸军人集团对任何
外来援助的拒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事例表明了一个严酷的
现实：即便涉及自己国民的生死，有些政府也仍然对那些由不附属于
它的人所组织的任何公益活动充满恐惧。

可以肯定的是，训练培训者是一种较少导致错误理解援助国真
实意图的方式。其原因在于，对发展市民社会的活动的整体控制是
保留在发达国家的政府圈子之内。

不止涉及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国际组织、一个在跨国公司的联合
项目，能够舒缓发展中国家因为被提议的公益项目在其宣称和真实
目标之间潜藏的可能冲突而被诱发的合法性焦虑。显然，这种伙伴
关系给被提议项目的真实目的提供了某种保证。这种保证来源于参
与各方彼此之间的制约和平衡，特别是来源于发达国家媒体所扮演
的角色。对培训者的训练也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留下了相当大的选
择余地，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国家，政府可以决定在哪里以及如何使用
这些培训者。在此过程中唯一失去的选择只是什么都不做。而这一
选择既有悖于发达国家尚有争议的最佳利益，也不利于国际社会的
利益：将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型作为一种战略工具从而孕育针对公民
需求的透明性、责任性和回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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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Ｅｄｓ．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１：２２４ － ２２８ ．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ｎｋｅｌ，Ｓ． Ｅ．，Ｓａｂａｔｉｎｉ，Ｃ． Ａ． ＆ Ｂｅｖｉｓ，Ｇ． Ｇ． （２０００）． Ｃｉｖ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ｓ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８（１１）：１８５１ － ８７４ ．

Ｆｏｌｅｙ，Ｍ． Ｗ． ＆ Ｅｄｗａｒｄｓ，Ｂ． （１９９６）．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７（３）：３８ － ５２ ． Ｆｒｏｍ：ｈｔｔｐ：／ ／ ｉｎｆｏ．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ｔｏｏｌｓ ／ ｄｏｃｓ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１０８３６１ ／ ｓｅｓｓｉｏｎ７ｋ． ｐｄｆ．

Ｈａｄｅｎｉｕｓ，Ａ． ＆ Ｕｇｇｌａ， Ｆ． （１９９６）．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ｏｒｓ ｄｏ？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４（１０）：１６２１ － １６３９ ．

Ｈａｌａｃｈｍｉ，Ａ． （２００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ｈａ
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８：１ － １０ ．

Ｈａｌａｃｈｍｉ，Ａ． （２００５）．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８（４）：３０３ － ３１７ ．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Ｓ． Ｌ． （２００２）．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５（２）：１３９ － １６７ ．
Ｈｏｕｔ，Ｗ． （２００２）．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ｉ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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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３３（３）：５１１ － ５２８ ．
Ｊｅｎｋｉｎｓ，Ｒ． （２００１）． Ｍｉｓｔａｋ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Ｋａｖｉｒａｊ，Ｓ． ＆
Ｋｈｉｌｎａｎｉ，Ｓ． Ｅｄ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２５０ － ２６８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ｏｏｉｍａｎ，Ｊ． （１９９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９（５）：７ － ２２ ．

Ｍａｙｎｔｚ， Ｒ． （２００２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Ｉ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ｌ ＣＬＡＤ． Ｆｒ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ｌａｄ．
ｏｒｇ． ｖｅ ／ ａｎａｌｅｓ６ ／ ｍａｙｎｔｚ． ｈｔｍｌ ３０ ／ ０７ ／ ０２ ．

ＭｃＣａｒｎｅｙ，Ｐ．，Ｈａｌｆａｎｉ ，Ｍ． ＆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Ａ． （１９９５）．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ｔｒｅｎ，Ｒ． ＆ Ｂｅｌｌ，Ｊ． Ｅｄ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 ４）：９１ － １４１ ．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Ｍｅｒｃｅｒ，Ｃ． （２００２）． ＮＧＯｓ，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１）：５ －
２２ ．

Ｍｏｈａｎ，Ｇ． （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Ｇ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ｈａｎａ． Ｆｒｏｍ：ｈｔｔｐ：／ ／ ｏｒｏ． ｏｐｅｎ． ａｃ． ｕｋ ／ ４１４１ ／
０１ ／ ＰＧＥＯＧ５ ． ｐｄｆ．

Ｍｕｎｉｚ，Ａ． Ｍ． ＆ Ｏ’Ｇｕｉｎｎ，Ｔ． Ｃ． （２００１）．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７（４）：４１２ － ４３２ ．

Ｎｅｕ，Ｃ． （１９９６）．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ｌｉｂ． ｎｉｕ． ｅｄｕ ／ ｉｐｏ ／
ｉｍ９６０３１３ ． ｈｔｍｌ．

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Ｍ． （１９４１）．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Ｆｒ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ｐｄｆｓ ／ ｍ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ｐｄｆ．

Ｐｉｅｒｒｅ，Ｊ． （２０００）． Ｄｅｂａｔ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ｈｏｄｅｓ，Ｒ． Ａ． Ｗ． （１９９６）．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４（４）：６５２ － ６６７ ．

Ｒｏｙ，Ａ． （２００５）． Ｉｎｄｉａ 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 ｔｏ Ｍｅ Ｉｓ Ｗｈｅ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ｔｏ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ｎｄｉａｎ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ｉｎｄｉａｎｅｗｓ ／ ｆｕｌｌ＿ｓｔｏｒｙ． ｐｈ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 ＝ ８４１５７ ．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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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ｂｅｌ，Ｃ． ＆ Ｏ’Ｄｏｎｎｅｌ，Ｒ．（２００１）．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Ｗｈａｔ
ｔｏ Ｄｏ ａｂｏｕｔ Ｗｉｃｋ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ｌ． Ｉｎ Ｐｏｔｔｅｒ， Ｊ． Ｇ． Ｅｄ．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Ｓａｖａｓ，Ｅ． Ｓ． （１９８７）．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ｈａｔｈａｍ：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Ｐｕｂ．

Ｓｃｈｏｌｔｅ，Ｊ． Ａ． （２００１）．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
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ｃｐｓ． ｃｅｕ． ｈｕ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ｐｈｐ？ ｏｉｄ ＝ Ｔ５１０２７５ｅ３６０１
７５９７７３４１ｃ１２３５５１７ｅ３ａｅ；ａｉｄ ＝ Ｔ８１２２ｄ５２３４０６７ｃ９８７７４０９６４７０ｅ０７８ ｆ７ｄ；ｆｉｌｅ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ｃｍｓｓｅｓｓｉｄ ＝ Ｔｄ１ ｆ７２９ｄ１５６ａ６４３６８６５ｄｅｄｂ５１ｅ６ｃｂｅ６ｄｃ２３２６７９ｂ１６４ｄｃ１
ａｃ０７８１ａｂ７２ａ９２３ｄｄ５０ ．

Ｓｔｅｒｎ，Ｒ． （２０００）．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
ｒ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ｄｇｅｔ． ｏｒｇ ／ ｃｄｒｏｍ ／ ｐａｐｅｒｓ ／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Ｂｕｄｇｅｔｓ ／ ＩＤＲＣＥｎｇ． ｈｔｍ．

Ｔｏｇｏｌａ，Ａ． ＆ Ｇｅｒｂｅｒ，Ｄ． （２００７）．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
ｃｉｅｔｙ’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ａｆｒｉｍａｐ．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ｉｍａｇｅｓ ／ ｐａｐｅｒ ／ Ｍａｌｉ＿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ｉｎ）． ｐｄｆ．

ＵＮＤＰ （１９９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ＵＮＤＰ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ＵＳＡＩＤ （１９９８）．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Ｕ． 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ＮＡＣＣ － ３９５，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 ｐｄｆｓ ／ ｐｎａｃｄ３９５ ． ｐｄｆ．

Ｗａｌｔｉ，Ｓ． ＆ Ｋｕｂｌｅｒ，Ｄ． （２００３）．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Ｄｒｕ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Ｓｗｉｓ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１（４）：４９９ － ５２６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１９９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责任编辑：陈那波）

在发展中国家培育治理◆


